


【论文本身就是研究，题目中“研究”一词不建议赘述】
区域产业集群创新效率与路径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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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区域聚集的产业集群显示出创新效率的差异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异，不同集群应对应不同的创新效率提升路径。以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数据为基础，首先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马姆奎斯特（Malmquist）指数法计算集群创新效率，分为全面型、技术进步型、技术薄弱型、规模经济型4类集群，再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识别出不同情形下影响集群创新效率的7条路径，并分为全面型、环境型、聚集型，得到不同类型集群的创新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北京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是唯一属于全面型，福建、贵州、重庆、湖北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属于技术进步型，内蒙古、吉林、云南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属于技术薄弱型，江苏、浙江、四川、天津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属于规模经济型；（2）全面型路径适用全面型和技术进步型集群，技术薄弱型集群适合环境型路径，聚集型路径适用于技术进步型和规模经济型集群，但同一类型产业集群在不同地区可以对应不同路径达到提高创新效率的效果；（3）集群数量、产业联盟数和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是影响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效率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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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Clusters gathered in different regions show differences i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cluster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ased on differences. Different clusters should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improvement path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uster, based on the data of provinces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uses DEA Malmquist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of each provincial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productivity, the cluster is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comprehensive cluster,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cluster, technologically weak cluster, and scale economy cluster. The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fsqca)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7 paths that affect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h,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and aggregation, and we can get the innovation promotion path of different types of cluster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identifying innovation pathway of various types of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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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内根据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
在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随之增加，相关关联企业、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等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促进了区域产业集群的诞生[1]。产业集群处于国家创新系统与企业之间的中观层面[1]，集群拉近了独立企业的空间距离，创造了促进区域聚集企业交流合作的环境[2]，完善了以企业为单位的创新系统。集群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一直得到学者们的关注。集群创新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影响因素、机制和效率、路径，从影响因素到路径研究，研究深度逐渐增加，使用的研究方法也随之完善，但关于路径识别的研究方法还有待改进。目前被应用于集群创新路径识别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法、专利分析的定性方法或是结构方程的定量分析。其中，定性分析有着以下缺陷：凭借研究者主观的判断和直觉，得到的是粗糙的、缺乏客观数据分析的结论；而使用回归分析、结构方程的方法，得到的结论准确地说并不是创新路径，而只是单个变量对结果的影响。而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应用于集群创新路径的识别，则可以克服以上方法的缺陷。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是以集合和布尔代数等数学理论作为基础，将定量与定向最优特性有机组合，得到的是在不同情况下达到某特定效果的条件组合。产业集群的内外部环境复杂，想要通过某个单一条件作用达到提升创新效率的效果显然并不可靠，因此本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马姆奎斯特（Malmquist）指数测度产业集群的创新效率，根据效率特征对集群进行分类，然后对于不同类型集群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识别其创新路径，两种方法的结合可以在准确界定集群创新效率异质性的基础上识别集群的个性化创新路径，从而得到更加科学和准确的结论，以期丰富现有的集群创新管理理论。
1  文献综述
Porter[1]在《竞争论》一文中提出，集群是相关关联的公司、专业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相关行业的公司和相关机构在竞争和合作的特定领域的地理集中。企业聚集形成的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技术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4]。集群内企业在地理上具有临近优势，形成共性或互补的生产基地[5]，共享市场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产业集群形成了复杂的动态环境，有利于提高集群内企业的竞争优势，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6]。
研究表明集群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如杜爽等[7]讨论了集群聚集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并得出了制造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结论；吴迪[8]研究了区域创新能力与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产业集群能为区域创新提供发展信息、知识，区域创新的提升同时也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田颖等[9]以省级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我国国家级创新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从3个方面解析验证了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
一些学者研究创新与集群效率的关系，如卜宏运等[10]使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产业集群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其与集群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得到产业集群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创新进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观点；陈抗等[11]以省级数据为样本计算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全要素生产率，讨论了平均收入规模、研发经费支出、有效专利数量等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提出了促进产业集群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建议；杨浩昌等[12]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设定了制造业聚集对创新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的模型【表意不明】，并研究其作用机制。
关于生产率的度量方法，有研究如王萍萍等[13]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计算军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张少华等[14]采用基于投入冗余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ISP）来测度和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张卫国[15]使用了Malmquist指数度量和分析高校科研生产率。经过对几种生产率测度方法的比较，借鉴冯海燕[16]的研究，考虑到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产业集群的创新是一种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模式，因此选择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测度区域产业集群的科研效率。
[bookmark: OLE_LINK244]另外，关于产业集群创新路径的研究也十分令人关注。学者们大多使用定性的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群的创新路径，如周劲波等[17]在引入了创新和集群的概念后，通过对文献归纳和内容提升，总结出了集群创新的路径；赫连志巍[18]分别从技术、组织和管理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的创新路径构建提出了建议；叶继涛等[19]使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总结出产业集群与研究机构共同运作的创新路径。
在从协同创新角度研究战略行性产业集群的创新路径方面，如乔彬等[20]将回归用于创新路径的识别，但在他们只对制度创新与产业集群创新的路径进行分析，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路径结构。关于产业集群创新生产率和路径关系的研究比较少，其中，如王小平[21]认为生产的效率总是与产出相联系的，因此通过历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数值分析我国农业所处阶段和增长特征，总结农业劳动的增长机制和路径；张永安等[22]使用两阶段DEA模型计算各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根据不同省份的投入产出特点设计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的提升路径。【与本研究主题有何直接关联？本研究从中得到了哪些启示借鉴？文献综述应聚焦研究主题】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土地和资本是影响生产的3种要素；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人力、技术、信息、环境对提高生产效率都十分重要[23]。但社会现象的本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24]18-30，导致某一现象的出现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想要提升区域聚集集群的创新效率，应采用配置方法，打破“单个因素总是对创新有贡献、有减损或不重要”的假设[25]，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产业的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的提升政策[21,26] 【有何实质性引用？分别从哪里引用了什么观点？】。毕重人等[27]也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不同省份有不同的创新效率结构，要根据其创新价值链特征，选择适合的创新路径。因此仅通过改善某个单独因素达到提升区域科研创新效率是不可行，应该首先识别区域经济、环境特征，测度其目前的科研创新生产率后，再通过科学方法识别其实现路径。【与本研究主题有何直接关联？本研究从中得到了哪些启示借鉴？文献综述应聚焦研究主题】
本文使用中国火炬统计年鉴的2016－2019年分省创新型产业集群相关数据，首先以省份为单位，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测度各区域集群的创新效率变化和发展水平；考虑到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滞后性，再使用2019年的创新生产率作为结果和2018年影响区域集群创新效率的4个方面的8个变量作为条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识别各省份集群中影响创新的关键因素和创新路径，提出相关改进建议。【与本章节有何关联？阐述缺乏逻辑性】
3  研究设计
3.1  创新效率的计算
3.1.1  创新效率计算方法
测度效率变化的方法主要有4种：经济计量生产模型的最小二乘法（LS）；全要素生产效率（TFP）指数；数据包络分析；随机前沿方法（SF）。这4种方法各具特色，其中DEA可以测算技术效率、技术变化、TFP变化等5个方面，且使用时不需人为预先设置权重，同时又能在尽可能多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参与效率评价时保证最优的合理性。根据科埃利[28]的研究，在可以获得s时期到t时期的样本数据情况下，DEA-Malmquist 可以测算两个时期的生产技术估计值。将s期定为基期，s期与t期直接的Malmquist 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公式如下：
（1）
将其变形可以得到：
（2）
（3）
 （4）
式（1）至式（4）中：表示从t时期到s时期技术值的距离；表示从s时期到t时期技术值的距离；和表示t时期和s时期技术值的距离。
根据DEA-Malmquist的性质可知：tfpch=tech×effch。其中，tfpch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effch（effiency change）表示技术效率指数，tech（technical change）表示技术进步指数。后来学者又将技术效率指数分解为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h）和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h）。故全要素生产率的公式可表示为tfpch=tech×effch=tech×sech×pech。因此，若式（1）大于1，表示从s期到t期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正增长，反之小于1，表示全要素生产效率的下降；当式（4）大于1时，表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正向促进生产率变化，即代表技术进步，反之代表技术退步；技术效率指数是指在一组固定投入要素的情况下，目标对象的实际产出与假设同样投入情况下的最大产出之比[29]，当式（3）大于1代表技术效率改善，反之则表现为技术效率退步[30]；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是指在可变规模前提下测量样本的技术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大于1，说明技术运用水平提高；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表示规模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大于1，说明规模优化，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小于1，说明规模恶化[29]。
3.1.2  创新效率变量设置
使用DEA-Malmquist方法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通常将指标分为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投入指标是指投入到产业集群创新过程中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的指标，产出指标是指产业集群创新过程中的技术应用、成果转化和业务收入。本研究参考并拓展陈志宗[31]构建的区域创新评价系统，将某一地区的集群数量、科技经费支出、集群人员总和、企业总数、高新技术企业总数、产业联盟数量作为投入指标的一部分，以省份为单位、产业集群为调查对象得到相关数据；产出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和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指标 
	类别
	指标

	产出指标
	营业收入/千元

	
	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件

	投入指标
	集群数量/个

	
	企业总数/个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个

	
	集群人员总和/人

	
	科技经费支出/千元

	
	产业联盟数量/个



如，2017年内蒙古的集群人员总和为33 230人表明：2017年内蒙古的产业集群中从业人员数量为33 230人；2018年北京市产业联盟数为13个表明在2018年位于北京市的3个集群——中关村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北京数字电视和数字内容产业基地创新型产业集群以及国家级轨道交通创新型产业集群中存在13个产业联盟数。产出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千元）和当年发明专利授权（件）。
3.2  创新路径的识别
3.2.1 创新路径识别方法
[bookmark: OLE_LINK95]对创新路径的识别使用的是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首次出现在拉金[24]18-30的著作《比较方法》中，该方法作为一种案例导向性研究，以集合和布尔代数等数学理论为基础，实现了将定量与定向最优特性的有机组合。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具体包括多值集、清晰集和模糊集3种。模糊集理论认为，现实中的集合间关系并不像传统集合论中假设所说的存在明确的隶属与不隶属的界限[32]。根据模糊集的概念，某集合的隶属分数可能是介于0～1之间的任何数字。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中，每个案例都被视为属性的组合[33]，放弃单个变量的净效应，从整体视角与组态思维来看待问题，不同的属性组合与结果对应一致，因此用该方法来揭示提升各地区产业集群创新效率的条件组合更加科学。
3.2.2  创新路径的变量设置
在得到各省份产业集群的创新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后，将其定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结果变量。在动态开放的创新环境中，产业集群创新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同时影响[4]，因此前因变量的设置应包含内外部两个方面，并分为4个部分：环境要素、集群投入、集群联系、集群经营成果（见表2）。
（1）环境要素。张永安等[22]、Gordon等[34]认为一个地区或企业的创新能力受地区创新环境的影响，通过提高区域经济和科技水平可以改善创新环境。本研究中环境要素包括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DP）、大学科技园数量、集群数量。其中，较高的人均GDP为政府提供了更多税收，这样的地区通常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全面的社会服务，可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35]，因此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可以为产业集群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活跃的经济环境，从外部助力集群创新生产。高新技术的科研创新离不开基础的科学知识，大学正是基础科学知识的来源，因此大学科技园对于产业集群的创新影响不可以忽视[13]。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如果仅仅在圈子内封闭学习，会造成锁定效应、“孤独现象”，使集群信息出现同质化，因此与外界知识沟通十分重要。大学科技园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不同区域的企业之间交流合作，可以减轻企业封闭学习带来的锁定效应[36]。叶丹等[30]提出大学作为基础科技知识的来源和参与知识深化的机构之一，在集群的创新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故大学科技园的增多使得产业集群有了更多与高校交流合作的机会，促进集群产学研一体化，进而提高集群的创新生产率。区域内产业集群数量增加，能够带动就业、提高产值，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集群内的科研活动也能够改善区域整体科研水平[37]。产业集群数量变多，整体的地区经济环境有向好趋势，集群与集群之间的经济、科研合作也会增加，集群内部的企业面临的竞争也会变得更激烈，这3个方面共同作用，促进产业集群经济科研发展，因此产业集群数量变变多，地区产业集群发展随之壮大，通过不同层面的合作和竞争，激励集群内企业开展科研，从而促进集群的创新效率提升。
（2）集群投入。集群内企业在知识和技术上的资本投入影响着技术研发、科技成果交易、知识学习和科技成果商品化等过程，直接决定了企业技术能力的强弱[38]，因此，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生产率的第二方面是集群投入，包括集群科技经费支出和大专人数占从业人员百分比。科技经费是科研活动的必要条件，有了充足的科研经费才可以为项目提供先进的研究设备，才可以从物质上激励科研工作者提高科研动力，科研经费的投入可以为产业集群内企业的科研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李盛楠等[37]提出为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应提高科技创新人才比例和研发投入，促进高质量专利产出。仅仅有经费的支撑，科研活动是无法进行的，人力资源是使科研项目不断产出成果的必须条件吗，因此，提高区域产业集群的创新效率可以通过引进人才等方式实现。
（3）集群联系。从Porter[1]对集群的定义中我们发现，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受到来自集群内部和外部的共同影响，外部影响表现为环境因素，而内部作用则通过集群内的产业联盟实现，故将代表集群之间联系程度的产业联盟数量定义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生产率的第三个方面。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绩效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集群内各企业之间在交流和联系的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知识和技术[39]。Moran[40]在对组织网络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当组织间存在较强的关系联结强度的时候，可以提高创新资源转移的速度，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产业联盟对集群创新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产业集群内部的产业联盟促进了集群之间信息交流的速度、知识水平的深度的增加，从而促进集群创新效率提高。
（4）集群经营成果。McCann等[41]认为拥有最强大内部资源的企业最有能力驾驭他们的环境，并了解、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企业内部资源不仅直接驱动创新，而且可能影响外部资源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42]。因此，本研究将经营成果定义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生产率的第四个方面，包括营业收入和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此外，由于更多的资源和声誉效应，此类公司可以维系更多的企业、机构交流[43] 【表意不通达】。也有研究表明，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企业劳动生产率在知识丰富的地区有所提高[44]。因此，营业收入多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往往可以进行更为丰富全面的创新研究，提高发明质量和创新效率；掌握更多资源、享有声誉的企业在对外交流、人才引进等方面都占有相对优势。
表2   区域产业集群创新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前因变量设置
	项目
	环境因素
	集群投入
	集群联系
	集群经营成果

	变量
	省份人均GDP/美元；大学科技园数量/个；集群数量/个
	集群科技经费支出/千元；
大专人数占从业人员百分比
	产业联盟数量/个
	营业收入/千元；
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个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可以得到不同地区产业集群对应的前因变量组合，有助于理解其中哪些前因变量起到促进创新的效果，哪些变量不影响集群创新效率。
3.3  数据来源
[bookmark: _Hlk67993281]研究对象选择我国各地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型产业集群是指科技部火炬中心在《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实施方案（试行）》中提到的：以知识或者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内容，以创新组织网络、商业模式和创新文化为依托的产业集群【补著录来源文献】。与产业集群侧重于观察分析集群中纵横交错的行业联系相比，创新型产业集群更关注企业的创新能力，关注如何产生持续的竞争优势[29]。样本集群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因2016－2018年的研发投入数据缺失，因此以研发投入强度乘以营业收入之积作为研发投入金额的估计值；各省份人均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省份的研发强度通过研发投入金额占GDP总额的百分比求得，数据来源为《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份所包含的集群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主要分布情况
	省份
	创新型产业集群

	北京
	中关村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等3家

	天津
	天津泰达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等4家

	河北
	石家庄药用辅料创新型产业集群等4家

	山西
	太原不锈钢创新型产业集群、榆次液压创新型产业集群等2家

	内蒙古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稀土新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1家

	辽宁
	沈阳生物医药和健康医疗创新型产业集群等5家

	吉林
	长春汽车电子创新型产业集群、通化医药创新型产业集群等2家

	黑龙江
	七台河石墨烯产业集群等3家

	上海
	上海精细化工创新型产业集群等5家

	江苏
	南京江宁智能电网创新型产业集群等12家

	浙江
	杭州数字安防创新型产业集群、温州激光与光电创新型产业集群等2家

	安徽
	芜湖新能源汽车创新型产业集群等3家

	福建
	泉州微波通信创新型产业集群等4家

	江西
	抚州生物医药创新型产业集群等4家

	山东
	济南智能输配电创新型产业集群等11家

	河南
	洛阳高新区轴承创新型产业集群等3家

	湖北
	武汉东湖高新区国家地球空间信息及应用服务创新型产业集等6家

	湖南
	长沙电力智能控制与设备创新型产业集群等3家

	广东
	中山小榄半导体智能照明产业集群等14家

	广西
	南宁亚热带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创新型产业集群等2家

	重庆
	璧山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绿色智能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重庆高新区电子信息创新型产业集群等2家

	四川
	德阳通用航空创新型产业集群、遂宁电子电路产业集群等2家

	贵州
	贵阳区块链与大数据产业集群1家

	云南
	昆明市生物医药创新型产业集群1家

	陕西
	宝鸡高新区钛创新型产业集群等3家

	甘肃
	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节能环保创新型产业集群1家

	青海
	西宁锂电产业集群1家

	新疆
	乌鲁木齐电子新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1家



在该年鉴中统计了各省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数据情况，并以省份为单位进行汇总。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包括中关村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北京数字电视和数字内容产业基地创新型产业集群、北京丰台国家级轨道交通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数据。
4  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创新效率测算
4.1  创新效率的分析结果
使用DEAP2.1软件进行DEA-Malmquist分析，部分省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创新生产率情况如表4所示。可见产业集群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与各省份的经济基础、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处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省份，产业集群有着更优越的发展环境，创新效率也就相对较高。如贵州除了具有本省特色的农业集群外，本省气候特点、产业基础、政府扶持等因素也为其大数据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极大助力，使得贵州在产业集群发展上优于同是内陆省份的河北、内蒙古。
表4  部分省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创新生产率
	省份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湖北
	1.291
	1.544
	1.120

	贵州
	1.081
	1.400
	1.324

	河北
	0.928
	0.989
	0.999

	福建
	1.880
	1.148
	1.092

	内蒙古
	0.895
	0.988
	0.978



表4是从28个样本【样本集群不是表3内集群数合计吗？！】中抽选出的5个地区的2017－2019年创新生产率情况。五个地区中的创新生产率都是处于波动状态，其中湖北、福建、贵州等省份生产率一直保持在大于1的水平，而河北、内蒙古的创新生产率一直处于小于1的水平。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与各省份的经济基础、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省份集群有着更优越的发展环境，因此大多数经济较好地区的集群创新效率也就相对较高。
贵州除了具有本省特色的农业集群外，其气候特点、产业基础、政府扶持等因素也为其大数据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极大助力，使得贵州在集群发展上优于同是内陆省份的河北、内蒙古省份，因此虽然同为内陆省份，但贵州的创新效率表现要优于河北和内蒙古 。2019年集群创新效率分解情况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到，大部分省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Malmquist平均指数均大于1，说明即使是创新科研基础较差的省份，产业集群的创新效率也是逐年递增的。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湖北、贵州、福建等地区的创新效率有所提高，从其创新效率分解指标情况可以看到，这些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以湖北为例，其产业集群涵盖了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产业等方面，省内拥有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和高校数量较多，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优势，为本地区技术创新提供了完善的支撑体系和充足的人才支撑。黑龙江、内蒙古、吉林、云南、江西等地区的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情况良好，但这些地区的技术进步指数偏低限制了其创新效率提高。

表5  2019年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标水平
	省份
	技术效率指数
	技术进步指数
	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规模效率变化指数
	全要素生产率

	北京
	1.093
	1.368
	1.000
	1.093
	1.495

	天津
	0.710
	0.828
	0.739
	0.961
	0.588

	河北
	1.007
	0.992
	0.994
	1.013
	0.999

	山西
	1.000
	1.320
	1.000
	1.000
	1.320

	内蒙古
	1.000
	0.978
	1.000
	1.000
	0.978

	辽宁
	1.151
	1.049
	1.027
	1.121
	1.208

	吉林
	1.000
	0.961
	1.000
	1.000
	0.961

	黑龙江
	1.000
	0.997
	1.000
	1.000
	0.997

	上海
	0.725
	1.241
	0.760
	0.954
	0.900

	江苏
	1.029
	0.959
	0.990
	1.039
	0.987

	浙江
	0.845
	0.959
	0.859
	0.983
	0.811

	安徽
	0.964
	1.032
	0.965
	0.999
	0.995

	福建
	1.000
	1.092
	1.000
	1.000
	1.092

	江西
	1.225
	0.992
	1.611
	0.760
	0.214

	山东
	1.198
	1.004
	1.071
	1.119
	1.203

	河南
	1.000
	1.141
	1.000
	1.000
	1.141

	湖北
	1.000
	1.120
	1.000
	1.000
	1.120

	湖南
	1.000
	1.054
	1.000
	1.000
	1.054

	广东
	1.000
	1.126
	1.000
	1.000
	1.126

	广西
	1.000
	1.020
	1.000
	1.000
	1.020

	重庆
	1.123
	1.065
	1.000
	1.000
	1.065

	四川
	0.935
	0.977
	0.936
	0.999
	0.914

	贵州
	1.000
	1.324
	1.000
	1.000
	1.324

	云南
	1.000
	0.977
	1.000
	1.000
	0.977

	陕西
	0.984
	1.050
	0.944
	1.043
	1.034

	甘肃
	0.923
	0.991
	1.000
	0.923
	0.914

	青海
	1.000
	1.290
	1.000
	1.000
	1.290

	新疆
	1.000
	0.952
	1.000
	1.000
	0.952



4.2  产业集群创新效率演变规律与特征
[bookmark: _Hlk67995910]结合表5分析，可得样本集群创新效率演变规律如下：
第一，2019年多数省份产业集群的创新生产率大于1，表征了2019年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平均创新效率大于1，这与目前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是耦合的。
第二，2017－2019年间产业集群的发展是波动的，并不是一条斜率固定的直线，只是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其中，中西部地区1）发展增速较快，东部地区发展速度虽然有所减缓但总体上涨的趋势仍然不变，说明发展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进步速度更快。分析2018年与2019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中，产业联盟数量的增长表现要优于东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创新型产业集群中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增长表现也较优于东部地区。
第三，根据对创新效率的分解，可以将样本集群所在地区进行分类。北京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技术进步指数、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大于1，因此将其划分为全能型。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等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均呈现出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等于1、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的现象，因此将其划分为技术进步型，同时，从对上海、安徽的生产率分解指标水平可见，其技术进步指数也具有一定优势，故也将其划分为技术进步型。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云南等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等于1，但技术进步指数小于1，因此将其划分为技术薄弱型；从河北和江西的生产率分解指标水平可见，其技术进步指标也是相对较差的，因此也将其划分为技术薄弱型。江苏、浙江、天津、四川等等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指数相对较好，可划分为规模经济型。
5  创新路径的识别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对样本集群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6），可见各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创新效率差异较大，但总体均值仍大于1。就环境要素中的省份人均GDP来看，离散度非常高，可见地区经济基础差距很大；从集群投入中的科研人员占总员工之比也反映出不同地区的产业集群对于创新的投入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表6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创新生产率
	1.044
	0.179
	0.588
	1.495

	省份人均GDP
	10 164
	4 536
	4 735
	21 188

	大学科技园数量
	3.82
	0.76
	4.00
	15.00

	集群数量
	3.89
	3.28
	1.00
	14.00

	集群科技经费支出
	455 060 7【改正确规范三位分节。下同】
	7017945
	25519
	293 745 41

	大专人数占从业人员百分比
	0.55
	0.20
	0.05
	0.96

	产业联盟数量
	9.36
	7.64
	0.00
	29.00

	营业收入
	186 549 105
	214 862 750
	311 206 8
	105 663 815 9

	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929
	126 1
	17
	648 7



5.2  数据处理
借鉴MORAN[40]和AGIN等[45]的研究，使用模糊集合/QCA 3.0程序进行集合关系分析。数据校准是通过设置完全隶属点、交叉隶属点、完全不隶属点3个临界点，使用fsqca软件将数据转化到0～1之间。在选择临界点时，参考高伟等[46]和Fiss[47]的校准方法，将95%定为完全隶属点、50%定为交叉隶属点、5%定为完全不隶属点。数据校准完成后，需要进行必要性检验，因为如果前因变量中出现了必要条件，软件处理数据得到的简约解会剔除必要条件，只有在条件组合中出现了该条件，结果才会发生。一般来说，一致性大于0.9则认为该指标为必要条件。参照赵文等[48]的做法，如表7 所示，其中不带浪纹线的指标为隶属该原因变量，带浪纹线的指标表示为不隶属该原因变量。从表7结果可知，没有变量的必要性超过90%，因此保留所有变量。
表7  前因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指标
	一致性
	覆盖性

	省份人均GDP
	0.596 373
	0.688 372

	～省份人均GDP
	0.698 455
	0.688 742

	大学科技园数量
	0.538 617
	0.684 885

	～大学科技园数量
	0.756 212
	0.691 222

	集群数量
	0.642 714
	0.761 943

	～集群数量
	0.655 474
	0.632 124

	集群科技经费支出
	0.546 004
	0.722 667

	～集群科技经费支出
	0.739 423
	0.657 313

	大专人数占从业人员百分比
	0.608 012
	0.660 181

	～大专人数占从业人员百分比
	0.677 636
	0.741 367

	产业联盟数量
	0.625 924
	0.743 815

	～产业联盟数量
	0.619 208
	0.595 992

	营业收入
	0.587 643
	0.739 645

	～营业收入
	0.756 212
	0.652 443

	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0.593 687
	0.659 701

	～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0.609 805
	0.691 222



上述必要条件分析不同的是，组态分析试图揭示的是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引致结果产生的充分性分析[49]，即讨论多个前因条件组成的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充分性分析与必要性检验相同之处在于，同样需要设置一个最低的一致性阈值检查充分性。已有关于模糊集定性比较法的研究中，对于一致性的阀值设定不同，如张明等[49]将阈值定为0.76，赵文等[48]将阈值定为0.75，张卫国[15]将阈值定为0.8。经过测试各项阈值的分析结果，本研究选择0.85为一致性阈值，案例阈值【？】设为1。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可以得到简约解和中间解、复杂解。简约解是纳入全部逻辑余项但不考虑逻辑余项是否合理，因此简约解往往与事实存在偏差；复杂解不纳入任何逻辑余项，只观测案例数据形成的解；而中间解则纳入了符合理论方向预期和经验证据的理论余项。已有相关研究在分析结果时选择不同的解进行分析，如张明等[49]汇报中间解并辅之简约解，Fiss[47]、赵文等[48]选择分析中间解；万筠等[50]选择分析复杂解。为更好确定本研究中各变量在各条件组态中的重要性，选择分析中间解并辅助使用简约解。在使用fsqca计算后，得到组合如表8、表9所示。表8中，实心圆表示该条件存在；空心圆表示该条件缺席；空格表示为模糊状态，即该条件的出现与否对结果影响并不大。大圆为中间解、简约解均出现的核心条件；小圆为仅出现在中间解的辅助条件。经过分析和筛选，共得到7条创新路径，且每条路径的一致性和总体样本的一致均大于设定的0.85阈值。
表8  样本集群创新效率构型
	前因条件
	全面型路径
	          环境型路径
	
	聚集型路径

	省份人均GDP
	●
	○
	
	●
	○
	●
	
	
	○

	大学科技园数量
	○
	●
	
	●
	●
	●
	
	
	○

	集群数量
	●
	●
	
	●
	●
	○
	
	●
	○

	集群科技经费支出
	●
	●
	
	○
	○
	○
	
	●
	○

	大专人数占从业人员百分比
	
	●
	
	○
	○
	●
	
	○
	○

	产业联盟数量
	●
	●
	
	●
	○
	○
	
	●
	●

	营业收入
	●
	●
	
	○
	○
	○
	
	●
	●

	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
	●
	
	●
	○
	○
	
	●
	●

	一致性
	0.90
	0.87
	
	0.90
	0.89
	0.88
	
	0.84
	0.89

	覆盖度
	0.28
	0.23
	
	0.17
	0.22
	0.39
	
	0.26
	0.22

	总体覆盖率
	0.62

	总体一致性
	0.85



借鉴任声策等[52]、郑季良等[53]、周新等[54]通过归纳路径中变量的特征对变量进行分类和命名的做法，对以上路径的条件组合进行分析。其中，全面型路径包括两条，即需要多个条件一起出现才可以达到结果，第1条路径与第2条路径的区别在于路径1中大学科技园数量不存在，而路径2中省份人均GDP不存在；第3、4、5条路径称为环境型路径，即条件组合中出现的多是描述产业集群内外部环境的指标，这3条路径的区别在于3路径中集群环境变量和产业联盟数量和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均存在，而路径5和路径5中产业联盟数量和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不存在，且路径4中省份人均GDP不存在，路径5中集群数量不存在；第6、7条路径为聚集型路径，即要求出现的条件主要带有产业集群特色和描述集群创新产出创新投入的指标变量，两条路径的差别在于路径6中集群数量和集群经费支出变量需要存在。表9展现了4种类型的产业创新集群与创新路径的对应关系：全面型的第1条路径对应技术进步型集群，第2条路径对应全面型集群；环境型的3条路径都对应技术薄弱型路径；聚集型路径的第1条对应规模经济性路径，第2条对应技术进步型集群。
表9  样本集群创新路径与集群类型对应关系
	集群类型
	全面型路径
	
	环境型路径
	               
	聚集型路径

	全面型集群
	
	√
	
	
	
	
	
	
	

	技术进步型集群
	√
	
	
	
	
	
	
	
	√

	技术薄弱型集群
	
	
	
	√
	√
	√
	
	
	

	规模经济型集群
	
	
	
	
	
	
	
	√
	


       注：√表示路径对应的集群类型。

在全面型路径下，第一种情况中省份人均GDP、集群数量、集群科技经费支出、产业联盟数量、营业收入和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的组成促成了当前的结果，起到核心作用的是产业联盟数量；第二种情况与前一种情况略微不同，省份人均GDP不是必须存在的变量，而大学科技园数量是十分关键的前因变量。结果表明，广东、福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适用路径1，湖北、北京的创新型产业集群适用路径2。广东和福建经济水平较高，因此在路径1中省份人均GDP变量需要存在；通过路径2的湖北、北京的优质高校提供的人才及其在科研领域的带动作用是其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大学科技园数量需要存在。上述省份的创新型产业集群都带有技术进步特色，企业经营收入和对创新投入都具有一定基础，人才占比也比较高，部分领域如5G产业位于国内领先地位，研究主要致力于科技前沿，但产业链高端缺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平衡，想要构建高新技术全产业链条必然要在外部经济和内部交流上投入更多精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走向产业链高端。
环境型路径包括3种情况。情况1中需要出现的变量组合为省份人均GDP、大学科技园数量、集群数量和产业联盟数量、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情况2中需要大学科技园数量和集群数量出现；情况3则对应了省份人均GDP、大学科技园数量、大专人数占从业人员百分比的变量组合。在这些路径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条件为省份人均GDP、大学科技园数量、产业联盟数量，这些指标描述了集群外部经济和集群内部现状。在这种类型路径中，河北、江西、云南、吉林、陕西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具有技术薄弱的特点，均适用于路径3、路径4和路径5。其中，河北创新型产业集群的产业联盟数量和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相对表现较好，这些方面对于集群创新效率提升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集群创新路径中这两个变量是存在的；江西和云南的经济环境相对较差，因此其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路径4中省份人均GDP对于结果的影响没有同类型中其他省份强；吉林和陕西的高校数量多，教育形成的人才是其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动力，因此大专人数占从业人员百分比这一条件存在。说明在该路径的情形下，技术比较薄弱的省份创新型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吸收更多企业进入集群，促进产业集群规模、效益发展以及集群中产业联盟数量增加，避免集群企业出现“闭门造车”的研发现象；同时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要集中地，大学科技园将具有科研优势特色的大学与市场资源相结合，推动创新资源继承、科技成果转化，对人才培养、创业孵化都有着重要作用，通过以上两个方面从内促进集群中企业合作、从外促进集群企业开展知识交流，以此提高企业创新效率。
聚集型路径包括路径6和路径7，两条路径重合的条件包括营业收入、产业联盟数量和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此外路径6还涵盖了集群数量和集群经费支出变量。在聚集型的路径中，江苏、浙江、四川、福建以及贵州通过路径6，广西通过路径7。江苏和浙江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福建和贵州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技术进步特色更浓厚一些。江苏、浙江可以通过聚集型发展扩大产业规模，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进而促进集群创新效率提升。四川虽然规模经济优势较江苏、浙江稍弱，但在四个指标【指代不明】中规模经济的表现最好，因此充分利用自身这一相对优势也是一种能够达到目的的方法。福建、贵州着重从产业集群的角度促进科研技术进步，可以利用自身的集群优势达到同样效果。而广西虽然被划分为技术进步型，但其技术进步指数的优势较其他同类省份较小，因此应选择从产业集群发展的角度，同样利用自身的规模经济优势、技术效率优势也可以达到提升集群创新效率的目的。
5.3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可从集合论和统计论角度进行。从集合论角度出发，通过改变校准阈值、增减变量实现稳健性检验；从统计论角度出发，通过改变样本数据时间跨度等方法检验稳健性。本研究采用集合论的角度，将充分性检验的阈值改变为0.7并对路径进行筛选后，得到了9条路径，但基本的路径情况与对应的省份与阙值改变前保持大致一致，证明本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6  结论
创新是集群和企业发展的不懈动力，不断追求创新效率的提升是企业发展路途中永远的话题，因此企业创新路径也是学者们一直以来的研究热点。寻找一条万能适用的创新路径提升所有产业集群的创新效率显然是不可行的，不同企业、不同区域产业集群的自身情况、面临的环境都不同，一味套用某一种路径而不考虑集群本身特性有时可能会适得其反。本研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根据不同地区产业集群的特征得到合适各地区产业集群的创新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在全面型、技术进步型、技术薄弱型、规模经济型这4种类型的产业集群中，全面型集群分解出的变量指数均大于1，北京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是唯一一个全面型集群；技术进步型集群是指分解出的变量中技术进步指数表现较好，即技术进步是其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包括福建、贵州、重庆、湖北等地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技术薄弱型与技术进步型相反，分解出的变量中技术进步指数表现较差，技术上的停滞抑制了其创新的进程，这类集群包括内蒙古、吉林、云南等地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规模经济型是指规模经济指数表现良好的产业集群，包括江苏、浙江、四川、天津等地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2）根据产业集群创新效率的不同，集群创新路径包括全面型路径、环境型路径和聚集型路径。其中，全面型路径下大多数前因变量都需要出现才能促使最终结果发生，因此适用全面型集群和技术进步型集群；技术薄弱型集群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源和开放式创新环境，因此适合环境型路径；聚集型路径既有区域聚集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和产学研合作福利，也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因此适用技术进步型和规模经济型集群。
（3）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得到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影响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效率的指标有集群数量、产业联盟数和当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其中集群个数和产业联盟数量都是极具集群特色的指标变量，反映产业集群在提高企业创新生产率方面的重要作用。集群数量和产业联盟数的增加可以增加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并且形成具有竞争性的市场，刺激产业集群及其中企业的创新发展。
（4）各条路径与各省份集群的对应关系反映出，同一类型的产业集群在不同的省份可以对应不同的路径达到提高创新效率的效果，例如技术进步型集群有的可通过全面型路径完成，有的可通过聚集型路径完成。
同时，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在进行DEA分析时得到的样本集群创新效率有部分与预期不符，后续应通过进一步分析找出原因所在；二是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中，使用二手数据得到的结论覆盖率一般应在30%以上，因此后续研究中应采用覆盖率较强的数据来源。


注释：
1）东部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和海南等【补充具体说明】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10个【与阐述不符】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青海、宁夏、新疆等【补充具体说明】9个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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